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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华夏正统的缔造者

曹兵武

摘 要：二里头文化崛起于中原腹地，时代上介于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岗商文化之间。二里头遗址本身

也是郑州商城之前中原核心地区仅有的超大型、内涵丰富灿烂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二里头文化的形

成是综合了当时中原及周边地区诸多先进文化因素，并缔造了一种全新的中心与周边的新型聚落结构关系模

式，从二里头文化与其前后及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看，一个凌驾于各区域性文化传统之上的华夏正统

和文化大统由此出现并被后续的商周文化所传承、光大。因此，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模式应暗示着冲破原来各

地旧有的血缘性区域文化传统的国家社会的诞生，早期中国相互作用圈格局由此从多元走向一体，以中原为

中心的历史大势也从此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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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省洛阳盆地二里头遗

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其

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崛起并兴盛于传统中

原的腹心地带；二是在时间上晚于河南龙山文

化而早于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商代二里岗文

化；三是二里头遗址本身也是郑州商城之前中

原核心地区仅有的超大型、内涵丰富灿烂的具

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因此，无论二里头文

化是否为夏文化，都不影响其在自新石器时代

晚期以来早期华夏文明形成与演进中承上启下

的关键性角色的地位，所以二里头文化也一直

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探

源的焦点之一。

目前已发现二里头文化各类遗址超过 500
余处，集中分布于豫中和豫西的环嵩山周边地

带，其鼎盛时期北至晋中，西至陕东和丹江上游

的商州地区，南至鄂北，东至豫东，其影响范围

则更大。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二里头遗址经

过系列高精度碳十四测年和校正，时代大致上

被确定在公元前 1800 年至公元前 1500 年间［1］。

除了时空中的关键位点外，仅从考古学文化面

貌角度看，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遗址也的确有

诸多非同一般的表现，与之前和同时期的诸考

古学文化包括龙山时期各地的文明高地代表性

文化和遗址具有很多不同的特点。

一、多重文化要素聚合的文明核心

首先，二里头文化是由若干不同文化的要

素融合而成的一个新文化。很多前辈学者都从

类型学和文化因素角度分析过二里头文化的渊

源。随着考古学发现与认识的深入，多数学者

同意就作为当时日常主用和考古学文化最精确

标记的陶器组合来看，二里头文化主要是在当

地河南龙山文化嵩山以南的煤山类型和嵩山以

北的王湾类型融合基础上大量吸收了豫东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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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台及豫北的后岗二期文化等因素，经短暂的

新砦期快速发展而成。当然在此前后，山东、安

徽乃至西北方向等的陶器文化因素也大量涌入

了这一地区［2］。其实，二里头文化的各个方面

都明确地表现出这种对周邻四面八方文化因素

的广泛吸收与整合创新的特点，不同于以往的

考古学文化往往为一地早期文化的自然嬗变或

者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转折性变化。二

里头文化显然是选择性地甚至是主动地聚合了

周邻包括远方的多个考古学文化的精彩因素，

如二里头遗址所见铸铜、玉器与绿松石加工和

应用，以及白陶、硬陶、海贝等新鲜因素，其中大

都是广泛借鉴并经过改造提升和赋予新的内涵

后再加以使用。在其社会整体性的经济基础和

考古学文化的物质形态中，传统中国的五谷六

畜，除了马，此时已初步齐备［3］，复合型的农业

经济俨然成型，同时已有了高度发达并专业化

的制石、铸铜、造玉和制骨等手工业及专门作

坊，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掌握了用复合范制

造青铜容器并作为垄断性礼器的高超技术。显

然，相对于之前多地零星发现的并未在生产生

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各类小件铜制品，只有二

里头文化才可以被视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青

铜时代的滥觞。

其次，二里头文化在当时的诸多地域性文

化相互作用中表现出了突出的脱颖而出的超越

性特点。二里头文化形成过程中广泛吸收各地

文化因素并加以整合提升，不仅超乎原有诸文

化或文化类型之上，又向周边地区大幅度地施

加其文化影响。就纵向时间轴来说，二里头文

化的出现是其所在地区经过仰韶时期区域一体

化的高峰、分化、相对沉寂之后的又一次较大范

围的统一与重新崛起，并像仰韶文化高峰阶段

一样，也对周邻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如果以

二里头式牙璋［4］、鸡彝［5］等特色标志性器物和文

化因素的分布来衡量，其辐射区范围之大完全

不亚于仰韶文化顶峰阶段的庙底沟类型。不同

之处是，二里头文化的出现让周邻诸同时期考

古学文化显示出万马齐喑的局面，如东方的岳

石文化、北方的下七垣文化、东南的马桥文化

等，包括长江中游地区。这些周邻文化不但缺

乏二里头文化那样的高级产品，而且原来已有

的发达的制陶业等手工业也显示出粗鄙化趋

势。这显然是这些文化的社会上层在政治和意

识形态方面受到抑制性影响之后，对意识形态

物品的有意放弃所致。

以上两点让二里头文化不同于此前和同时

期周邻乃至当时东亚地区早期文化相互作用圈

中的其他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也不同于各地

散乱的诸文明制高点，如红山、海岱、良渚、石家

河乃至石峁和陶寺等文化。二里头文化的脱颖

而出具有鲜明的超越性，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华夏

传统或者文明核心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标志，许

宏先生在《最早的中国》中曾经形象地将此现象

概括为文明格局从满天星斗发展到月明星稀［6］。

二、文化大统的形成与

地域协同的防御模式

从苏秉琦先生对早期中国诸区系中“古文

化—古城—古国”的三阶段演进进程来讲，尽管

有早有晚，表现上也各有特点，但各地区基本上

都经过了区域性文化传统从萌芽落地到发展壮

大，次第走到了古国这一阶段［7］。戴向明先生

认为龙山时代晚期的陶寺和石峁甚至已经走到

了王国阶段［8］。而二里头文化的独特之处在

于，它更进一步走到了王朝——万邦来朝的阶

段，其他考古学文化或者被二里头文化所整合，

或者要面向二里头文化来朝拜正统，同时也要

受制于这个正统所代表的一个更大的文化大传

统的钳制。而此后的历史进程表明，在早期中

国的相互作用圈中，还上演了接续这个正统乃

至争夺这个正统的历史趋势［9］。比如，商与周

都是与二里头文化不同的文化和族群，却共同

接续完成了这同一个文化正统，不仅加盟了这

个文化大统，而且如同接力棒一样将其发扬光

大。而在考古所见的整个早期中国文化相互作

用圈里边，可以认为是二里头文化缔造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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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各地区早先的族群文化传统的大传统，并

让其他区域性文化传统主动或者被动地降格为

小传统。

各地的地域性文化传统自旧石器时代晚期

已可以从考古遗存尤其是技术工艺及其产品中

大致窥见，农业和定居的村落产生之后，区域性

的文化传统日益发育，内涵不断丰富，互动不断

增强，一个一个的考古学文化得以被不断命名［10］，

每一个考古学文化实际上都可以视为一个文化

乃至族群上的共同体或者一个文化传统的截

面。这传统可以细分为血统、器统、艺统，还有

心统（包括后世常被提及的道统、学统、正统）

等，它们各有传承，但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特定地

理单元内基于早期农业的萌兴、缘于血缘关系

自然地发生和发展，并与周邻诸文化在更大的

地理空间中形成了相互作用圈［11］6。其中，仰韶

文化曾经因为各种机缘，在这种传统的形成与

发展中占得先机，率先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经济

形态，以人口外播拓殖占据广大分布范围，为华

夏传统的形成奠定了人口和语言基础［12］。

在以农业部落为载体的区域一体化高峰阶

段，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普遍发展出以内部分

化和大型中心型聚落为特点的簇团式防御和复

杂社会，他们大建中心聚落甚至是环壕聚落、带

有城墙的聚落，是因为这样的聚落具有相对于

普通聚落成倍增长的防御能力，从而在族群冲

突或者外来劫掠者面前可以更好地保护族群的

安全。二里头文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地域协同

式防御模式，以巩义稍柴、郑州大师姑和东赵、

新郑望京楼、孟州禹寺［13］、平顶山蒲城店等多个

具有高度防御能力的次级中心聚落对二里头大

邑形成拱卫之势［14］，而二里头自身则仅在行政

中枢部位建设宫城进行有限的防御。二里头和

这些次级中心聚落的所在，构成文化的中心区，

而超出这个文化中心区的重要地点，比如交通

要道或关键的资源地，则运用防御性极强的中

心聚落将其置诸管辖之下，如夏县东下冯、垣曲

古城、商洛东龙山等。这一全新的空间防御与

管理模式基本上被二里岗文化全盘继承并扩

展。考古发现表明，郑州大师姑、荥阳西史村、新

郑望京楼、垣曲古城、商洛东龙山等遗址纷纷在

二里头文化消亡之后都在二里岗阶段进行了改

建或重建，继续扮演区域性中心聚落，和郑州商

城形成共荣关系。二里头自身也在延续的同时

渐渐被近旁的另一个二里岗文化的大邑偃师商

城所镇压、取代。显然，这些现象可以视为是国

家形态或者国统的形成及其交替的考古表现。

三、以国家政统为核心的文化正统

一个超越诸区域性文化传统并被不同族群

共同认同并争夺的文化正统的形成，显然需要

一次大的突破和超越，尤其是对血缘组织关系

的突破和超越，并在意识形态方面获得广泛认

可。这一点根据古今中外诸多案例来分析，只

有国家这一组织形态可以做到［15］。二里头文化

这种能够整合诸传统包括以考古学文化为表征

的超乎各区域传统之上又包含它们的更大的文

化传统，应以政统或者国祚视之或勉强近之。

当然，区域传统演进过程中自然也伴随有社会

分化、统治与被统治的阶层之分，以及相应意识

形态的诠释系统，但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统

治与被统治则大不相同，后者需要不同族群、阶

级和各类文化因素的系统套嵌和整合。因此，

尽管早期中国相互作用圈里的若干地区都曾经

发展到复杂的初级文明社会，但终未迈过国家

文明的门槛。二里头文化的产生与存在模式则

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突破。二里头文化在包括不

同族群的上述诸要素的传承、交流、吸纳、整合、

改造和辐射中，缔造了一个超越区域内部不平

等乃至区域间相互攻击、掠夺的新型社会治理

模式，并可能达成了某种新的具有超越性的意

识形态共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超越诸族群

文化传统之正统和大统，又被随后的二里岗文

化所接续。显然，这被接续的正是以国家政统

为核心的一种华夏文化正统，此后，它又继续被

周人和秦人接续并发扬，一步一步由最初的王

朝向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中华帝国演进。

二里头文化：华夏正统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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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概括这样一种政统及其文化和社会形态的，

也只能是国家。因此，二里头之前的诸文化共

同体，实难被视为真正的国家。现在学界所常

用的古国之谓，基本上相当于人类学从世界各

地民族志和考古学资料中概括提炼的酋邦，它

们尽管产生了社会分层和权力的集中，却并未

突破血缘组织和区域传统的羁绊，只能视为一

种同质性的复杂社会。

支撑这一国统的正统文化观念，比如世界

观、意识形态系统、祭祀系统、礼制系统等，同样

在二里头文化中得到快速发展并得以传承下

来。考古发现集中体现在继承创新的高等级器

物的生产工艺和组织形态方面，其中尤以青铜

礼器及其代表的礼仪文化最为重要。二里头遗

址迄今已发现的青铜器超过 200 件，有容器、兵

器、乐器、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几乎包括当时

东亚大陆各文化中的各类青铜器类，而青铜容

器则为二里头文化综合各地青铜冶炼、制陶工

艺及造型技术和观念等所进行的独创，已经发

现的器类有爵、斝、盉、鼎等，是迄今中国发现的

最早的成组青铜礼器。二里头铸铜作坊发现的

容器陶范，有的刻画着精美的花纹，所铸圆形铜

器直径最大者可达 30 厘米以上。作坊遗址面积

约 1 万平方米，紧挨宫城南部并以围垣环绕，使

用时间自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最末期，不仅是迄

今中国最早的，且可以肯定是由宫廷管理并进

行生产的［16］。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绿松石和其他玉石制品

也极具特点，和东部海岱、红山、良渚等文化中

大量的饰玉、巫玉以及西部齐家、石峁、清凉寺

等文化的财玉、宝玉等在制作与使用方式上也

表现出根本性区别，比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

等，尽管较多地借鉴了海岱等地的玉器形制，但

与其本来的装柄方式和用途已经无关，而多直

接用于在各种场合中表现贵族的权威。发掘者

许宏先生推测它们或许已经是作为在宫廷上昭

示君臣关系的“玉圭”或“笏”来使用的。因此，有

理由相信二里头阶段才超越了原来丧葬与巫术

背景中的玉文化而形成了真正的礼玉文化［17］。

再往后，又进一步借鉴并整合各地尤其是东部

巫玉丰富的文化内涵，发展为更加完善的中国

传统礼玉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早期玉器

的形制和含义已经被加以整理和改造了。二里

头遗址发现的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极有可

能也是源自东南地区的早期同类遗物。这些复

杂的器用与其背后所蕴含的新的意识形态观

念，显然已经形成了与国家正统相对应的新的

知识、含义和礼仪系统。

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在中原较广阔的范

围内实现了一次跨越式的整合与突破，其文化

因素、聚落结构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均体现出超

族群、跨地域的文化形态。究其原因，一是中原

内部族群与文化互动的特点，二是自仰韶晚期

以来中原周围次第进入区域一体化高峰的各文

化的影响，尤其是源自西北地区的人群与新鲜

文化因素的强烈刺激。到龙山时代晚期，由于

文化自身演进和环境的变化，各地考古学文化

间互动交流乃至碰撞的力度空前加强。中原地

区因为仰韶时期之后相对的低潮和空心化，以

及相对稳定的地理环境，可能还要加上黄河在

新气候环境背景下冲积加速所塑造的新的宜居

空间，使之成为各方力量的逐鹿之地，各个方向

的人群和新文化因素急剧向这里聚集。同时，

由于羊、小麦、冶铜等新文化因素的引进，加上

持续的高强度开发与环境变迁，北方地区在距

今 4300 年左右，人口大规模增加，文化开始蜕

变，相互之间的竞逐空前加剧，今天的长城沿线

地带在这一阶段兴起了非常密集的石城聚落

群，以及像石峁那样的巨型中心军事聚落，可能

也因为相当广阔地域内的野蛮征服掠夺者，迫

使晋南盆地地区人口大规模集中并快速走向复

杂社会。在此背景下，陶寺曾经试图整合各方

力量和文化要素，并可能已经初步跨越国家的

门槛，但是旋即在巨大的时空张力下被颠覆而

崩溃。作为仰韶兴盛期共同的子民，石峁、陶寺

等文化的动静不可能对嵩山周边中原腹心地带

的族群没有影响。它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自己

的区域性整合，并主动向各方出击，尤其是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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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西北方向，直接将晋南作为资源要地和缓冲

地带置诸管辖，以寻求在先进文化资源和日益

复杂的互动格局中占据比较优势的地位。

这一波巨变，被赵辉先生在《“古国时代”》

文章中概括为社会复杂化或中国文明形成进程

的第三波，但除了时空上的异同之外，其模式和

意义也和前两波完全不同。第一波是自发性

的，是农业文化传统次第进入区域一体化的高

潮，仰韶文化拔得头筹，而东方大汶口—龙山、

东北红山、东南的崧泽—良渚和南方的屈家岭

—石家河等各有精彩华章，甚至后来居上，快速

步入高级酋邦社会，其中大汶口、屈家岭等环境

优裕，物品丰盈型社会的精美文化因素甚至大

举挺进中原，估计也会有不少移民趁机填补此

地仰韶后期的相对空白［18］。但随着第二波源自

北方的激荡，长城以北自庙底沟二期以来各种

快速变异和新颖的文化因素一波又一波不断南

下，其多米诺骨牌效应横扫长江中下游甚至更

南的东亚大地，让龙山时代的文化格局为之骤变，

区域传统间的竞逐进入白热化阶段，连同良渚

和石家河那样的巨型中心聚落也轰然坍塌［19］。

而以二里头文化为主角的第三波才真正整合四

面八方的文明成就，熔铸出以国家为载体的华

夏文明的正统和文化自觉。

结 语

笔者曾经论说，仰韶文化兴盛是得益于中

原地区的区位优势和大暖期的历史机遇，融合

了东亚旧石器时代以来南北两大文化基底的先

进因素包括小米（黍粟）、稻两种农业系统的成

就，以人口爆发占据了布局阶段的先机［20］，而同

样是中原地区的区位优势，又加上仰韶—龙山

变化之际的又一次环境巨变与文化格局大势，

以及黄河上中下游独特的地理环境动因，再次

在中原地区形成聚合型优势，天时地利与人和，

共同催生出二里头文化这样的集大成者。古人

常说逐鹿中原，中原地区的地理优势确实便于

各族群和文化的你来我往，但是如果说仰韶文

化还只是一种因为人口增长引发对外拓展的不

自觉的奠基与辐射效应，那么二里头文化才是

真正的整合式聚变，显示出吐纳有序的辐辏效

应，使得中原地区在东亚大地脱颖而出，最终树

立起华夏文明的文化正统地位［21］。所以，环嵩

山的中原被称为华夏文明的摇篮不仅是当之无

愧的，而且是相当独特的。这里既是东亚大陆

南北地理与气候的交汇地带，也是中国地势西

北高地和东部低地的交接之处，还是黄河中下

游黄土流失和堆积的转换节点，溯河而上和沿

河而下的文化交流聚集效应十分明显。不同时

期的不同族群、文化、技术、产品等在这里层积

世累，并因在原始耕作条件下易于开垦的土地

具有极强的黏着力，很早就成为东亚乃至世界

罕见的族群和文化熔炉之一，由此成为早期华

夏文明核心的不二选择［22］。

人类在东亚大地上的活动由来已久，但是

真正的文化意义上传承不断的族群集团和国家

文明的形成，则是新石器时代农业社会产生以

来各区域性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包

括了旧石器时代奠基的南北两大板块的碰撞融

合，东亚基于早期农业社会的区域性文化传统

及其相互作用圈的充分发育和搅拌发酵，甚至

包括西亚、中亚文明因素的不断涌入和刺激。

华夏文明核心从仰韶的雏形到二里头的定调，

实则是一个不同族群、技术、物品、观念不断交

融、砥砺的长期过程。作为各种文明要素集大

成者的二里头文化的横空出世，已经是不断融

合、反复融合、合之又合的结果。但是，二里头

文化以其独特的模式合出了新意，合出了自信，

并合出了一个全新的格局和境界，最终合成了

一个脱颖而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和大

统，得以凌驾于各区域性文化传统之上并被整

体性地传承和光大，整个东亚相互作用圈由此

完成了从多元到一体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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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litou Culture: the Founder of Chinese Orthodoxy

Cao Bingwu

Abstract: Erlitou culture rose in the hinterland of the Central Plains, between the late Longshan culture and
Erligang business culture. Erlitou site itself is also the only super large, rich and splendid central settlement with
capital na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s core area before Zhengzhou mall. The formation of Erlitou culture was a
combination of many advanced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surrounding areas at that time, and created a
new relationship model of settlement structure between the center and surrounding areas.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rlitou culture and other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the same period, a Chinese orthodoxy and cultural orthodoxy, which
was superior to the regional cultural traditions, emerged and was followed by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erefore,
the formation mode of Erlitou culture should imply the birth of a national society which broke through the old
consanguineous regional cultural traditions. The pattern of early Chinas interaction circle changed from pluralism to
integr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taking the Central Plains as the center also started.

Key words: Erlitou; Central Plains; bronze age; chieftain; country; Chinese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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